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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德國憲政與民主政治文化：

哈貝馬斯的憲政觀

一　憲法愛國主義

憲法愛國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是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憲政觀的兩個

核心思想。這二者也是他在思考東、西兩德國家統一所產生的民族認同和公民

身分問題時的基本Y眼點。哈貝馬斯堅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以民族

性為國家統一的基礎。在德國特定的條件下，其理由為：第一、1989年後中、

東歐形勢和民族國家間的衝突，讓人們看到民族國家並非解決之道；第二、民

族主義的興起大大阻礙了經濟和民主改革，造成歐洲經濟聯體的困難，使得民

族認同與全球融合對立起來；第三、兩德統一後，對來自非、亞、拉移民的排

斥，落後於時代的清一色「歐洲」文化堡壘思想再度回潮。

哈貝馬斯認為，存在多元文化差異的人類共同體是不能以民族認同來維繫

的。作為統一和融合的基礎，民族主義缺乏價值規範的基礎。提出現代國家統

一的價值規範問題，是哈貝馬斯「憲法愛國主義」的精髓。哈貝馬斯提出的問題

是：非強制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結合會是甚麼樣的？哈貝馬斯認為這種結合

應從政治文化的形式普遍性得出它的原則標準。他認為，戰後德國憲法，即「基

本法」（Grundgesetz），體現了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精神，因此必須將其確立為

兩德統一的基礎。哈貝馬斯反對把兩德的統一僅僅當作「在法律行政上重新組織

成一部自行運轉的經濟機器」1。統一後的德國必須回答：「德國將是一個怎樣的

國家？」哈貝馬斯指出，一個民主國家的理性憲法體現了一種預先確立的、抽象

化的原則性社會契約，它是一切具體共識和妥協的基礎2：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憲法代表一種形式的共識。公民們在處理集體生活時

需要有這樣的原則，這些原則因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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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理性贊同。這樣一種社群關係是建立在相互承認的基礎上的，每個

人都可以期待別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

「形式普遍性」是相對於實體文化或實體生存世界而言的，它承認由差異構

成的多元文化整體。形式普遍性的關鍵在於，一個人在憲法共和國中的公民身

分（共和精神）和他對一個文化群體的親近感（民族感情）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並

不具有嚴格的概念紐結。這一關係只是歷史的偶然，人們並不是非要有相同的

民族背景才能一起共同提倡和維護普遍的公民權利：「今天的『公民』指的不僅是

某個國家的成員，而且是由民權所定義的身分。」3對於現代人來說，要緊的不

是學會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要緊的不是去尋根或尋回

與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學會如何批判地審視自己的利益以便進入理性的協商

程序。這便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

哈貝馬斯指出4：

公民們要組織和平共存，其原則之所以獲得所有人的正當認可，是因為它

們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這樣的集體是由人們相互承認的關係所建構

的。由於這樣的關係，每個人都可以要求任何他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

所有的人都應享有同等的保護和尊重，他們作為個體，作為種族和文化成

員及作為政體成員（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嚴。

哈貝馬斯所強調的法治程序性和形式性，決不等於空洞或無內容。恰恰相反，

這種程序性和形式性是以普遍的人權和民權為基礎的。

哈貝馬斯在現代國家統一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是：民族和傳統文化所形成的

共同體是前政治性的共同體，它的成員的身分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體

成員。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與民族或者傳統文化共同體不同，它的維持框

架不是自然的血緣或文化親情，而是刻意構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會公

約。這個社會公約就是憲法。社會成員由憲法獲得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公民身

分，承擔起公民身分也就意味Y把與此不同類的民族或文化身分擱置起來。社

會成員對國家的忠誠和熱愛應當是一種政治性的歸屬感，是他在以憲法為象徵

的政治共同體內的成員身分的表現，哈貝馬斯稱其為「憲法愛國主義」。哈貝馬

斯的憲法愛國主義觀對我們思考當前中國面臨的統一問題（包括「回歸」、「不回

不歸」和「回而不歸」）具有直接的意義。

二　從民族群體到公民共同體

哈貝馬斯從「民族」（nation）一詞的變化來描述現代民族國家的演化過程。在

羅馬時期，natio是誕生和起源女神。natio、gens（人）或populus（人民）都和civ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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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民）不同，natio、gens或populus都是指尚未形成政治組合的初民或部落。羅

馬人甚至用natio指稱「野蠻人」、「未開化者」。哈貝馬斯寫道：

Nation的確切意義因此是指同祖先的群體，他們由地理因素而成為居留地或

毗鄰形式的整體，由共同的語言、風俗和傳統文化因素所凝合，但卻尚未

以國（state）的組織形式在政治上成為整體。「民族」的這種意義經歷了中世紀

一直維持到現代的初期。所以康德認為，「那些自認為因同祖先而組合成社

會的群體應當稱作為民族」。

哈貝馬斯指出，從十八世紀中葉起，Nation（民族群體）和Staatsvolk（國民）的區

別（即「人民」和「政治組織的人民」的區別）逐漸消失。美國的聯邦成員為state，

而總體則為nation（現今聯合國成員都是nation），雖然美國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

民族國家（nation-state）。法國革命以後，nation成為國家主權的依據。當今世界

上每個nation都理應享受政治自主權。nation一詞的意義也已經從「前政治整體」

轉變為「一個具有構建作用的整體，它規定了一個民主政體內部公民的政治

身分」5。

隨Ynation這一概念的深刻變化，nation集體身分的含義也發生重要變化。

這種集體身分先前所強調的是民族起源的自然屬性特徵（祖先、血緣、語言等

等），現在所強調的則是努力獲得的，包括通過批判和拒絕傳統所獲得的特定素

質（如政治文化素質、社會價值和規範、基本政治共同理念，等等）。這種集體

身分特徵的區別，標誌Y民族主義和共和思想的區別。它也包含了兩種不能混

為一談的自由觀，即民族國家獲得自由（獨立）並不等於國家公民獲得自由（人權

和民權）。因此哈貝馬斯說：「從概念上說，公民身分從來不是和民族身分栓在

一起的。」因為民族身分多多少少是自然獲得的，「而公民身分則首先是由民主

權利構建而成」6。

哈貝馬斯對前政治體（民族）和政治體（民主共和政體）的區別，對目前在

大陸佔主導地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頗具砥礪作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論者往往試圖從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或者甚至考古學來證明當代中國統一和

版圖完整的合理性。這一理論用「文化融合」和「民族聯繫」來強調「漢族同少數

民族的共性」，並以此來說明「五十六個兄弟民族的整體認同和相互不可分割

的實體」7。用這種共同祖先、兄弟血緣親情的民族理論很難說明為甚麼同一

少數民族（如蒙古）雖是同一民族共同體，卻並不是屬於同一政治共同體。這

種民族論的提出，本是要為中國國家統一提供理論依據，但它不能自圓其說

的是，既然血濃於水的民族親情以前沒能防止國家分裂，如今它又為何必然

能促成國家統一？它更不能說明，統一後新時期的國家，除了親情，是否還

需要更強有力的現代政治共同體紐帶？如果需要，那紐帶又是甚麼？國家統

一要如何才能不僅面對不願回歸的問題，而且面對如何避免回而不歸的假性

回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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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貝馬斯那#我們發現，對這樣的問題不是沒有答案的，當然這些答案

並不現成，也不簡單。哈貝馬斯對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真正穩定的國家統

一應當體現為公民們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現出來的憲法愛國主義：「共同

的政治文化必須成為既形成多元意識又培育多元社會共存感的憲法愛國主義共

同標準。」8因此，對於穩定的、非強迫性的國家統一來說，憲政是必不可少

的。世界上一些最穩定的統一國家（如美國和瑞士）正是那些民族情況複雜多樣

但卻具有堅實共同政治文化的國家。這種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

價值觀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種強調法治形式程序的現代「人民

主權」的觀念。

哈貝馬斯指出，在盧梭（Jean J. Rousseau）和康德（Immanuel Kant）之前，人

們把「人民主權」只是理解為某種對君權或其他專制權力的限制，理解為人民和

政府之間的契約關係，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契約雙方權力分配的規定。盧梭

和康德改變了這種權威式的「人民主權」的解釋，並將人民主權重新界定為人民

通過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權力。在新的人民主權觀念中，社會契約不是一貫如此

的歷史條約，而是規定政治權威如何構建和法定的模式，其目的在於從國家權

力的權威中清除其殘餘的暴力，也就是康德所說的：「立法只能從每個人協力一

致的意願中產生，俾使每個人以同一原則對待不同事物，所有的人以同一原則

對待同一事物。」9為了修正和限制盧梭所倡導的「普遍意志」，並將其形式化、

非實質化，哈貝馬斯特別指出：人民主權不是指基於血緣或生活方式一致的、

實質化的同一集體意志（如「某某主義」），人民主權是在辯論過程中達成的共識。

這種辯論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群體中進行的，這種共識從根本上說來源於大

眾一致認可的同一程序。哈貝馬斯強調，在多元民主國家中，憲法是提供共識

的最重要表現形式。

在現代人民主權觀念中，憲法應當既賦予權力，又限制權力。憲法是規定

政府職權的最高法則，也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基本大法。有鑒於過去和現在形形

色色的新老專制統治的荼毒，憲政更應注重嚴格規定和限制政府權力。限制政

府權力正是人民賦予自己權力的表現和結果。由此可知憲政和民主不可分割的

關係。但就其根本的意義和作用，二者仍有區別。民主的要旨在於以民決政，

憲政之要旨在於以法治國。沒有法治不能保證民主，而僅有法治卻不一定有民

主。法制的目的是民主，而民主則必須由法制獲得公正和秩序。哈貝馬斯的憲

法愛國主義所特別強調的，正是由人民自主的政治共同體和由「實實在在的法律

形式」所規定的個體成員的不可侵犯性bk。

三　憲政中的政黨

任何民主制度的存在和維持都離不開政黨政治。在德國，政黨同民主的關

係比在英美更顯得重要。可以說，德國魏瑪共和國（1919-1933）失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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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黨政治的失敗。里契特（Michaela Richter）寫道：「波恩沒有變成魏瑪」，「主

要是因為具有穩定政黨結構所支持的民主國家。這一成就的決定性因素是聯邦

基本法和聯邦法庭對基本法的解釋和說明。」bl德國政黨和國家的關係，因其特

殊政治傳統，和英美的情況很不相同。受黑格爾（G. W. F. Hegel）國家至上觀念

的影響，德國政治傳統習慣於把國家同社會相區別，並確定社會應服從於國

家，因為唯有國家才具備能確保社會有序運行的普遍而統一的意向。德國政治

傳統把政府看成是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民的權力機構。它重國家、輕議會，

當然也就蔑視議會的主要參與者——政黨。值得說明的是，這#的政黨是指與

議會政治共生共榮的競爭各黨，而不是凌駕於國會而實際成為國家權力的專制

一黨。

國家至上論蔑視議會政治的理由，主要是政黨為私利爭鬥不息、行政效率

低下。一黨專制論也總是以這個理由拒絕議會政治。一黨專制論與國家至上論

的區別在於，一黨專制論並不認為可能建立一個中立的國家權威，也不想建立

這樣一個權威，而是認為國家權威理應由一黨來獨享。議會政治的衰落必然使

參與的政黨越加蠅營狗苟，反過來越顯得政黨的民主競爭偽善無效。而民主政

黨的不彰，則必然為專制獨裁的政黨創造機會。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正是在這

樣一種情形下崛起的。它的有效組織、集中意志、明確而有蠱惑力的口號，都

使得它成為對議會政黨政治失望的廣大民眾嚮往的對象。於是，德國政治文化

中便出現了這樣一種似乎自相矛盾的現象：大眾一方面對政黨沒有好感，而另

一方面則對組織嚴密、宣傳精良的政黨情有獨鍾。這種現象不只出現於德國，

也同樣出現於中國。中國人向來有「君子不黨」之說，但中國卻是世界上意識形

態政黨鬥爭最酷烈的國家之一。民國初年走馬燈般的政黨騎牆投機、營私牟

利，從一開始就敗壞了中國的政黨政治文化，使得有識之士對政黨政治越加退

避三舍，而這種「反黨」情緒的後果則更使腐敗的政黨政治雪上加霜。有正義感

和獨立思想者不願入黨，入黨便更成為鑽營前程、謀權謀利者的敲門磚，由此

形成了黨政和政治腐敗的惡性循環。

有鑒於納粹極權專制的慘痛經驗和魏瑪時期國家至上政治的失敗，德國基

本法對政黨和國家的關係作了特別的規定。其原則是，現代民主必須包括政黨

政治，問題不是要不要政黨，而是要怎樣的政黨，怎樣保證政黨成為民主政治

的支柱而不淪為現代化專制的禍源；其特點是，把政黨從憲外之物（在憲法中不

提政黨，或把政黨放到憲法序言中作特殊處理）化為憲內之物。德國憲法把政黨

和國家政治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是僅僅許諾一些黨政分離的口惠。問題不是

黨政應否結合，而是如何結合。英美政黨的目的不過是反映民意和代表民意，

但是德國憲法規定德國政黨負有「參與形成人民政治意志」的責任（第21條），在

這方面德國與中國的政黨觀比較一致。與中國情況不同的是，德國憲法並不訴

求於一黨「訓政」或貫徹某某路線來自上而下達成統一意志。正如里契特所解釋

的那樣，德國憲法所說的「人民政治意志」在兩個方面有別於這種自上而下的強

制性統一意志bm：

國家至上論和一黨專

制論蔑視議會政治的

理由，主要是認為政

黨為私利爭鬥不息、

行政效率低下。而民

主政黨的不彰，則必

然為專制獨裁的政黨

創造機會。希特勒的

國家社會黨正是在這

種情形下崛起。德國

出現了這樣一種自相

矛盾的現象：大眾一

方面對政黨沒有好

感，而另一方面則對

組織嚴密、宣傳精良

的政黨情有獨鍾。這

種現象，也同樣出現

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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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對有序和有效政府必不可少的意志統一不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

公民社會。政府的基礎不再是⋯⋯所謂的「國家統治的內在一致」，而是通

過公民的共同協議所達成的共識。第二，這個政治意志不是由理性或歷史

法則所發現的預設結論（如「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引者按），它只能

在（不同）政黨（共同的）政治活動中產生。換言之，政黨的功能是把個人分

散的意志融合為連貫的共識，使之成為國家行動的基礎。多元的運用使得

任何一黨都無法自稱是人民意志的唯一體現者。

德國憲法把形成「人民政治意志」的問題提出來，並規定政黨在其中

的作用，使它具有與英美憲法很不相同的當代性。德國聯邦共和國常常被稱作

是一種民主的「政黨國家」（Parteienstaat）。在德國特定的環境中，這一說法包括

這樣幾重意思：一、憲法正式承認政黨的存在（不只是它們的合法性，而且還是

它們的合理性）；二、具有確保政黨政府穩定、負責、有效操作的憲法條文；

三、以特別的憲法理論將政黨規定為人民主權的重要部分，並確定它們是國家

資助的憲政組織；四、通過國家資助政黨、多元政黨滲透國家行政、公務員制

度同時與政黨和議會制度接口，以及政黨在公共和社會機構中發揮作用來保證

政黨、國家和社會的融合。這些方面，以及聯邦法院對有關政黨條款的解釋和

對具體爭端的裁決案例，非常複雜而豐富，過份簡略的介紹會造成許多不正確

的先入之見，反而不利於我們的借鑒工作，所以尚有待於專文作完整準確的介

紹和分析。

四　民主體制和民主政治文化

哈貝馬斯所推崇的德國憲法並無一個光榮崇高的起始，但它卻實施了四十

多年。哈貝馬斯所注重的正是由有效憲政實踐在德國所培育的新的民主政治文

化和憲政傳統。好的憲法並不一定要有特別光榮崇高的起源，這就像好的憲政

並不完全依賴於完美的條文一樣。好的憲政有賴於全體國民（首先是執政者）的

憲政實踐。憲政不是普治一切政治疾病的靈丹妙藥，它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

一種政治習慣，前者成於法律的制訂，後者成於公民性的培養。作為憲政基礎

的憲法是歷史的產物，必然都有缺陷，造成憲政不彰的原因往往並不是憲法條

文的不周，而是甚至連按照不完美的條文去實踐也辦不到。

憲政要從建立制度和遵守制度入手，有了民主的制度和遵守民主制度的保

證，才能逐漸培養起全社會的民主政治文化。正如巴里（Brian Barry）在批判文

化主義的政治文化概念時所指出的那樣，文化不是體制結構的原因，而是體制

結構的結果。巴里不同意把民主政治文化看成是一種前理性的信仰和一種形成

民主體制的原因。相反，他把民主政治文化看成是人們生活在民主政治體制下

以後通過學習而發展形成的價值和實踐規範bn。經過了納粹極權統治的荼毒和二

好的憲政有賴於全體

國民（首先是執政者）

的憲政實踐。憲政不

是普治一切政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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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政治習慣，前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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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要從建立制度和

遵守制度入手，有了

民主的制度和遵守民

主制度的保證，才能

逐漸培養起全社會的

民主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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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戰的慘敗，德國人在西方盟軍的佔領下以憲政為導向重新開始和平生活，

摸索國家統一的途徑，在天時和地利上都面臨Y巨大的困難。法國為了防範德

國因統一而再度強大，乾脆反對西方盟軍佔領下的八個州統一為聯邦。英國為

了減輕其為英佔領區支付的巨款補貼，只要求成立經濟聯合體。美國也想減輕

沉重的佔領開支，但美國要求的不僅是經濟聯合體，而且是統一的自治政府。

建立聯邦政府是美、英、法三國的協商決定，條件遠不如辛亥革命或1949年革

命中國人自主建國。西方對制訂德國聯邦憲法在內容上沒有干涉，只是要求它

能保障民權、法律平等、具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新聞廣播自由、教育和就業平

等。聯邦憲法的制訂也沒有條件像中國多次憲法那麼大張旗鼓地徵求各方意

見。然而卻正是這樣一部憲法的實施，使它經歷了德國從二次大戰後至今的一

系列考驗：1968年的學運、1979年的左翼恐怖主義和「德國之秋」、1982年的政

治右轉及1989年後的兩德統一，它起到了任何一部中國憲法所沒能起到的作

用。更重要的是，由於這部憲法的持續實行、經驗積累和不斷改善，在德國逐

漸形成和加強的民主政治文化培養了新一代的公民，進而更加保證共和憲政在

德國的繼續發展。

哈貝馬斯強調，憲法的基本精神是確定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德國的憲法

又是德國特定國情的產物。作為戰勝法西斯的重要成果之一，基本法的產生是

德國人靈魂搜索的結果，是法西斯暴行震撼了普通人的人類良知的結果，是記

取歷史教訓的痛心疾首的反省結果，是永誌不忘極權統治災難的宣誓。哈貝馬

斯高度肯定德國憲法的民主教育價值，他寫道：在「基本法」關於人權的十九個

條款中「響徹了人們所遭受過的不公正的回聲」，「幾乎逐字逐句地在譴責（極權

政治的）不公正。這些憲法條款不僅完成了黑格爾意義的否定，它們同時還描畫

了未來社會秩序的藍圖」bo。

戰後的德國基本法，在經過了法西斯的劫難後痛定思痛，以徹底更新德國

的政治文化為目的，超前於當時的德國政治文化水平。這恰恰是中國在文革以

後沒能做到的。「基本法」的道德力量來自它對法西斯暴行（以奧斯維茨屠殺為象

徵）的無條件譴責和擯棄。哈貝馬斯指出，奧斯維茨以前和現在都是聯邦共和國

政治文化發展精神價值取向的指北針。德國人對德國的認同（愛國主義）是以認

同這部基本法的規範價值為基礎的bp：

我們的愛國主義不能否定這個事實，那就是直到奧斯維茨之後，也可以說

只是在這一道德災難的震撼之後，民主才在德國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輕一

代的德國公民的思想和心靈中紮下根來。

二次大戰後，西半部德國以聯邦的形式共和統一，它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

建立一個甚麼樣的國家，更是如何從充滿道德和政治災難的歷史中發展出真正

民主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文化。戰後的德國吸收美國的政治文化來確立民

主政治文化原則，這是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所必須的，哈貝馬斯對此寫道bq：

戰後的德國基本法，

以徹底更新德國的政

治文化為目的，超前

於當時的德國政治文

化水平。哈貝馬斯指

出，奧斯維茨以前和

現在都是聯邦共和國

政治文化發展精神價

值取向的指北針。德

國人對德國的認同

（愛國主義），是以認

同這部基本法的規範

價值為基礎的。可

是，這恰恰是中國在

文革以後沒能做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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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在戰後十年期間吸收了美國政治文化的思想，今天的聯邦共和國的

政治文化也許要糟糕得多。聯邦共和國第一次無條件地面對西方。那時

候，我們接受了啟蒙的政治文化；我們開始認識那形成⋯⋯多元立場的力

量；我們開始認識從皮爾思到米德和杜威的美國實用主義的徹底民主精

神。

以德國憲法及其實施為象徵的德國新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逐漸發展的。戰後初期的民意調查顯示，當時德國人普遍對民主政治

相當冷淡，對往昔的權威政治體制尚有眷戀。選民對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

熱情，他們對政治仍抱Y被動的臣民而非積極的公民態度。當時德國人對政黨

和政治機構的態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過份實用主義，玩世不恭」br。儘管

有了聯邦憲法，早期的聯邦德國仍面臨Y再次成為「沒有共和公民的共和國」的

危機。

到了70年代後期，德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經明顯為普通公民所接受。當

時的民意調查顯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經在聯邦德國形成。1959年只有7%的德國

公民對自己國家的政治體制引以為傲，到1978年，這個數字上升到31%bs。更為

重要的是，認為聯邦議會中各政黨能代表公眾利益的公民人數從50年代的35%上

升到1980年的70%。到1972年的時候，不論公民們是否滿意議會的具體決定，他

們對議會的重要性都持有廣泛共識。在對議會具體決定不滿意的公民中，仍有

86%認為議會不失為重要的政治體制bt。民眾對政黨競爭和選舉制度亦表示高度

支持。1978年的民意調查顯示，79%的人認為政黨競爭對民主是必不可少的，

90%的人認為政黨競爭確實在聯邦德國發揮作用。50年代選民「被動的臣民傾向」

終於被積極的、參與的和有經驗的公民素質所代替，完成了戴森（Kenneth

Dyson）所說的德國人的「政治覺醒」ck。

德國民眾對民主政黨和新的民主政黨國家的好感，反過來也幫助形成支

持基本法的共識。因此，民眾民主政治文化和國家民主體制之間便有了良性

互動。在基本法最初實施期間，由於它的先天不足（精英制訂、盟軍監督和未

經民眾表決），民眾的支持度相當有限。1955年只有30%的人贊同基本法。但

這一支持度持續上升，到1978年，支持率已上升到71%。另一個重要的情形

是，「連續的聯邦議會選舉和選民高參與率可以說是完成了基本法的追補立法

程序」cl。民主政治不是民粹政治，它需要融合大眾共識和精英共識，從民意調

查看，這兩種共識在德國漸趨一致，大概花了三十年時間。這段時期是政治

文化在德國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民主政治文化的發展是德國政局穩定的重

要條件。反過來，德國政局在憲法體制中的穩定又為民主政治文化的發展和

形成、為凝聚公民的憲法愛國主義提供了條件。相比之下，儘管中國在1949年

或1976年後民眾的熱情高於戰後的德國，但中國的憲政發展、民主政治文化

建設和公民憲法愛國主義的成就卻要遜色得多，其中的經驗教訓是很值得總

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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